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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旅游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和关键路径。基于地方依恋理

论,以贵州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两个不同旅游驱动力的民族村寨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乡村旅游振兴背景

下居民地方依恋的前因影响关系和结果效应关系进行验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渐变型村寨(肇兴侗寨),旅游利益

感知、地方依赖和文化保护行为分别是前因、中介和结果的主导变量,据此形成了以旅游利益感知为主导的前因影

响关系,无显著影响的结果效应关系;在裂变型村寨(西江苗寨),各变量均起主导作用,据此形成以旅游利益感知为

主、旅游成本感知为辅的前因影响关系,以地方依赖为主导的结果效应关系,总体遵循“旅游利益感知→地方依赖→

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的全局影响关系。该研究为以乡村旅游为引导的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优化提供一定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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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乡村尤为突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大决策部署，它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在旅游领域，以乡村旅游为引领的乡村振兴路径完美地契合了乡村振兴战略对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总要求，其突破了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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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业化、城镇化单向驱动乡村线性发展理念，是对“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响应，而且乡村旅游在中国天生就带着扶贫基因，[1]旅游扶贫也被证实为贫困乡村尤其是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致富、增强文化内聚力的重要驱动力、最佳路径和中坚力量。
[2]
 

然而，随着以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为要义的旅游经济急剧取代溪峒经济 1成为民族村寨空间生产的主导力量时，原本较为封

闭的村寨迅速融入跨文化对话的语境，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人地关系:村寨不可避免地加速流动和重构，外来资本、权利和文化对

地方的情感连接不断被解构和形塑，[3]引发居民对地方认同的危机，不得不从地方内部的调试中来适应外来压力的影响，[4]以确

保“本体性安全”。[5]基于此，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村寨居民地方依恋影响关系，尤其是对不同旅游驱动力下居民地方依恋

影响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这对于优化乡村旅游振兴路径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作为研究人地关系的重要理论，地方依恋表达了主体对地方的认知、情感和实践等连结，[2]主要由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构成，
[6]前者表现为主体对地方的功能性依赖，后者则表达主体对地方在情感上的依附。[7]早期地方依恋以概念、构成维度的探讨为主;[8]

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转向对游客涉入、专业化程度、尺度等影响因素的关注，[9]也注意到满意度、忠诚度等地方依恋结果效应，
[10]而旅游者地方依恋价值评估、目的地选择、行为倾向以及居民主体地方依恋特征、资源保护态度、感知等是旅游领域的主要

焦点，
[11][12]

但已有研究多以单案例为主，多案例的差异性研究较少;研究主体以旅游者居多，当地居民关注较少;少量研究关注

到地方依恋的结果效应，但鲜有对其影响前因和后果效应的作用机理探讨。从旅游影响研究来看，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态度及

行为研究是国内外关注的重要领域，其影响着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13]一般来说，旅游感知强调了旅游影响背景下居民对旅游

地物质、社会和文化环境变化的主观认知，态度及行为则反映了居民对旅游地变化的主动响应，[14]因此，对居民态度和行为的

研究需建立在其旅游感知的基础上。[13]而且，当旅游影响感知作为前因变量时，对强化、弱化乃至培养居民地方依恋程度的过

程中起着显著影响作用，[15]同时，当主体归属于地方，就会更加保护这个地方，[16]居民的态度及行为与地方情感协调一致，因

此，地方依恋是改善和提升居民的态度及行为的重要途径。
[17]
可以看出，存在以地方依恋作为核心的“旅游影响感知→地方依

恋→态度及行为”的内在逻辑影响关系。 

综上，研究通过构建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依恋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以贵州西江苗寨和肇兴侗寨为实证案例，系统分析

不同旅游驱动力背景下，居民地方依恋影响关系及其机理的特征、差异，从而为居民有效参与村寨旅游获益，提升村寨旅游发

展质量，为以乡村旅游为引导的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优化提供一定指引。 

二、理论模型构建 

(一)地方依恋的前因影响关系 

Goudy 和 Lankford 等发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正向感知呈正向关系，与旅游负面感知的关系不显著，[18][19]相关研究据此

进行了验证，[20]但多以单案例展开，研究结论无法形成普适性规律。随后，Choong-Ki 的多案例研究显示，[21]居民旅游感知越积

极的社区，其居民地方依恋程度就越较高，对旅游的支持度更明显，反之。国内研究中，陶伟发现旅游驱动下地方传统节日得

以复兴，居民表现出较强的地方自豪感和归属感。[22]唐文跃指出这种旅游驱动力的强弱与经济收益的大小有关。[12]保继刚进一

步发现商业街区的居民地方依恋由经济依赖和情感认同两个维度构成。[23]赵良成证实了旅游的感知主要通过地方依赖来影响地

方认同，[15]明晰了旅游感知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关系。综上可看出，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强度和发展趋势具有显著影

响关系。 

(二)地方依恋的结果效应关系 

在地方依恋的结果效应关系中，Moore、Walker 及 Vorkinn 等证实地方依恋对资源保护态度及行为呈显著的影响关系，[24][25][26]

表现为居民地方依恋越强，对资源保护政策支持度越高，对成本感知高的项目持反对态度。Gu 等发现，
[27]
在面对遗产保护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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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利益的选择时，地方依恋程度较高的居民对遗产地的保护超过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并对遗产价值更加珍视。此外，多数研究

发现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对社区居民资源保护态度和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且地方依赖通过地方认同影响态度和行为。[25][26]此外，

王东昊、
[17]
Choong-Ki、

[21]
华红莲

[28]
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地方依恋与居民的资源保护态度和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研究缺

乏对不同驱动力类型的旅游地进行对比验证。综上可发现，居民的地方依恋程度强度与其态度及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关系。 

(三)模型构建 

综合上述，本文提出假设 H1:旅游感知对地方依恋有直接影响;假设 H2:地方依恋对文化保护态度有直接影响。由于旅游感

知由“旅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成本感知”构成;地方依恋由“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构成，于是，研究对假设 H1

和H2作如下扩展:假设H1a:旅游利益影响对地方依赖有直接影响;假设H1b:旅游成本影响对地方依赖有直接影响;假设H1c:旅游

利益影响感知对地方认同有直接影响;假设H1d:旅游成本影响对地方认同有直接影响;假设H2a: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有直接影响;

假设 H2b:地方依赖对文化保护态度有直接影响;假设 H2c:地方认同对文化保护态度有直接影响。据此，构建地方依恋影响关系

的概念模型(图 1)。 

 

图 1概念模型 

三、实证研究 

(一)案例地概况 

研究选取贵州省乡村旅游和旅游扶贫的典型区域——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进行研究。肇兴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黎平县东南部，辖肇兴村、肇兴中寨和肇兴上寨 3 个行政村，侗族人口占 98%;肇兴侗寨旅游发展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

但受交通条件等制约，旅游发展缓慢，2000年之后，逐渐形成了“政府+公司+群众+旅游发展协会”的发展模式，但整体发展速

度仍较慢;2012 年之后，村寨旅游发展逐渐由政府主导，并于 2014 年完成景区化改造，加上贵广高铁开通等交通可达性的改善，

村寨旅游发展驶入快车道。西江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东北部，辖南贵村、平寨村、羊排村以及东引村 4

个行政村，苗族人口占 99.5%。早期旅游发展中，村寨选择了“政府+社区+群众”的旅游发展模式，与同期肇兴侗寨相比，旅游

发展水平较低;但随着 2008 年贵州省第 3 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西江的召开，西江苗寨迅速确立了以“政府核心力量导向”的

旅游发展模式，使得大量资本涌入，加上政府的集中宣传，旅游发展呈爆发式增长态势。根据肇兴侗寨旅游发展影响缓慢渐进

的驱动特征，以及西江苗寨旅游发展影响快速井喷的驱动特征，本文据此将其分别定义为旅游发展的“渐变型”村寨和“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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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村寨。同时，2个案例地都是依托自身民族文化资源发展的典型乡村旅游村寨，在旅游发展、介入与驱动的影响水平上存在

显著不同，因此选择上述村寨开展乡村振兴下民族旅游现存居民地方依恋内在作用机理的对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二)问卷设计与调查 

研究的 5个构成变量中，旅游利益感知和旅游成本感知两个变量的测量指标参考黄艳玲[29]和卢松[30]的研究而形成;地方依赖

和地方认同的测量参考 Williams 的研究量表并结合实际情况修订而得;[31]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变量的测量指标参考汪德根[13]和

苏勤[32]的研究并结合实际情况修订得到。上述变量测量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1 对应“非常不同意”，2 对应“不同意”，3 对

应“中立”，4对应“同意”，5对应“非常同意”。问卷的发放采用随机抽样法，于 2014 年 6月 28日～7月 12日，2014 年 7

月 13 日～7月 18分别对西江苗寨(南贵村、平寨村、羊排村和东引村)和肇兴侗寨(肇兴村、肇兴中寨和肇兴上寨)进行调查。共

发放问卷 690 份，回收 672 份，有效问卷为 643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97.4%,93.3%;其中，西江苗寨共发放 450 份问卷，

回收 440 份，有效问卷为 423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97.8%,94.0%;肇兴侗寨共发放 240 份，回收 232 份，有效问卷为 220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 96.7%,91.7%。利用 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和 AMOS21.0 结构方程模型软件对问卷分析和处理。 

(三)实证分析过程 

1．信度和效度检验。 

按照 Ryan 和 Martin 的研究，[33][34]分别对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旅游利益感知”、“旅游成本感知”、

“地方依赖”、“地方认同”、“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的信度系数α依次为0.813、0.789、0.803、0.815 和 0.839，各维度

信度较好，KMO 和 Bartlett 检验卡方值均符合收敛标准。 

2．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拟合优度检验和内在结构适配度检验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1)拟合优度检验。报表显示(表 1)，测量模型 M1的相关拟

合指数并未达到理想状态，需对残差进行修正。按照一次修正一个参数的原则进行修正，[35]修正后报表显示(表 1)，除肇兴侗寨

NFI(0.873)略低于 0.9 之外，测量模型 M2 拟合指数均达到理想状态，总体拟合良好。(2)内在适配度检验。模型的标准化因子

载荷、平均变异量提取值(AVE)及组合信度均符合检验标准，[36]观测变量能够有效地反映所在变量的潜在特质，适合进行下一步

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综上，选择模型 M2为最终结构测量模型。 

表 1测量模型 M1与 M2拟合指数比较 

案例地 模型类型 

绝对适配度指数 增值适配度指数 精简拟合指数 

x2∕df 

(1，3) 

GFI 

>0.90 

RMSEA 

<0.08 

NFI 

>0.90 

IFI 

>0.90 

TLI 

>0.90 

CFI 

>0.90 

AIC 

越小越好 

CAIC 

越小越好 

肇兴 

侗寨 

M1 2.077 0.852 0.070 0.806 0.889 0.869 0.887 476.016 695.697 

M2 1.591 0.901 0.052 0.873 0.943 0.928 0.942 392.861 665.266 

西江 

苗寨 

M1 3.083 0.876 0.070 0.806 0.889 0.869 0.887 656.984 914.400 

M2 2.416 0.915 0.058 0.900 0.939 0.921 0.938 530.686 863.813 

 

(四)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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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ML)对结构模型中的路径系数进行参数估计。根据报表中的路径系数及其 p值分别对

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结构模型 M2的研究假设关系进行验证可知(表 2，图2):假设 H1a旅游利益感知对地方依赖在肇兴侗寨呈正

向影响，在西江苗寨呈正向显著影响;假设 H1b 旅游成本感知对地方依赖在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均无显著影响;假设 H1c 旅游利

益感知对地方认同在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均呈负向影响;假设 H1d 旅游成本感知对地方认同在肇兴侗寨无显著影响，在西江苗寨

呈正向显著影响;假设 H2a 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在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均呈正向显著影响;假设 H2b 地方依赖对文化保护行为倾

向在肇兴侗寨无显著影响，在西江苗寨呈正向影响;假设H2c地方认同对文化保护行为倾向在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均无显著影响。 

表 2假设验证结果 

假设 

关系 
影响路径 案例地 路径系数 

标准误

（S.E） 

T 值 

(C.R) 

显著性 

（P） 
验证结果 

Hla 旅游利益感知对地方依赖 
肇兴侗寨 0.282 0.054 3.050 0.002 正向影响 

西江苗寨 0.625 0.064 8.627 *** 正向影响显著 

Hlb 旅游成本感知对地方依赖 
肇兴侗寨 -0.06l 0.037 -0.73l 0.456 无显著影响 

西江苗寨 -0.029 0.040 -0.5l7 0.605 无显著影响 

Hlc 旅游利益感知对地方认同 
肇兴侗寨 -0.l33 0.075 -2.087 0.037 负向影响 

西江苗寨 -0.255 0.082 -2.975 0.003 负向影响 

Hld 旅游成本感知对地方认同 
肇兴侗寨 0.05l 0.055 0.8l3 0.4l6 无显著影响 

西江苗寨 0.234 0.047 3.822 *** 正向影响显著 

H2a 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 
肇兴侗寨 0.832 0.256 6.503 *** 正向影响显著 

西江苗寨 0.925 0.ll8 8.472 *** 正向影响显著 

H2b 地方依赖对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 
肇兴侗寨 -0.280 0.200 -l.779 0.075 无显著影响 

西江苗寨 0.357 0.l60 2.354 0.0l9 正向影响 

H2c 地方认同对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 
肇兴侗寨 0.l67 0.098 l.086 0.277 无显著影响 

西江苗寨 0.22l 0.l42 l.5l8 0.l29 无显著影响 

 

注:*:p<0.05;**:p<0.01;***:p<0.001;NS: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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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依恋影响关系路径系数图 

表 3影响因子载荷及路径系数 

因素及观测变量 

渐变型（肇兴侗寨） 裂变型（西江苗寨） 

特征值 
方差累计

贡献率 
因子载荷 路径系数 影响作用 特征值 

方差累计

贡献率 
因子载荷 路径系数 影响作用 

旅游利益感知 2.046 68.20   

主导作用 

2.224 74.786   

主导作用 
LY2 生活水平提高   0.833 0.738   0.806 0.661 

LY3 外来投资增多   0.817 0.668   0.887 0.850 

LY4 改善基础设施   0.828 0.745   0.898 0.862 

旅游成本感知 1.836 61.214   

辅助作用 

2.253 75.115   

主导作用 
CB1 贫富分化   0.845 0.793   0.873 0.808 

CB2 物价上涨   0.665 0.450   0.874 0.806 

CB3 获益不均   0.824 0.705   0.853 0.753 

地方依赖 4.944 49.442   

主导作用 

4.537 45.317   

主导作用 

YL1 地方自豪感   0.503 0.534   0.631 0.689 

YL2 地方独特性   0.777 0.758   0.710 0.769 

YL3 地方愉悦性   0.792 0.874   0.721 0.712 

YL4 地方重要性   0.684 0.652   0.675 0.582 

YL5 离不开地方文化   0.710 0.618   0.581 0.425 

地方认同 1.051 59.952   

辅助作用 

1.115 56.526   

主导作用 

YL6 地方归属感   0.811 0.772   0.723 0.689 

YL7 地方满意度   0.729 0.741   0.708 0.695 

YL8 地方喜爱度   0.707 0.755   0.727 0.681 

YL9 外出常想起村子   0.762 0.745   0.643 0.682 

YL10 地方文化浓厚   0.501 0.435   0.607 0.548 

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 2.910 58.240   

行为 

主导 

3.135 62.691   

态度 

行为 

主导 

XW1 文化保护必要性   0.755 0.559   0.786 0.695 

XW2 保护与传承并重   0.720 0.534   0.768 0.675 

XW3 保护势在必行   0.718 0.586   0.769 0.731 

XW4 主动传承文化   0.830 0.868   0.824 0.744 

XW5 阻止破坏行为   0.785 0.781   0.810 0.720 

 

注:Kaiser 最大方差旋转后共获取特征根大于 1，对应观测变量(载荷值)大于 0.5 的因子 

(五)作用机理分析 

以各变量的主导因子(维度)及其作用路径系数为依据(表 2,3 和图 2)，综合分析渐变型(肇兴侗寨)和裂变型(西江苗寨)居民

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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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导因子。 

(1)渐变型村寨:居民旅游利益感知(LY2,0.738;LY3,0.668;LY4,0.745)强于旅游成本感知(CB3,0.845;CB2,0.450; 

CB3,0.793);地方依恋的地方依赖维度(除 YL1 为 0.534，其余因子在 0.618～0.874 之间)强于地方认同维度(除 YL10 为 0.435，

其余因子在0.741～0.772之间);文化保护行为因子(XW4、XW5分别为0.868 和 0.781)强于文化保护态度(XW1～XW3 均低于0.6)。

(2)裂变型村寨:居民旅游成本感知(0.753～0.808)和旅游利益感知(0.661～0.862)影响力较为接近;地方依恋的地方认同维度

(0.581～0.721)略强于地方依赖维度(0.607～0.727);文化保护态度和行为较为接近(0.675～0.744)。 

2．作用路径。 

基于上述主导因子分析，结合研究假设，可进一步发现各变量在不同旅游驱动力村寨的作用路径:(1)渐变型村寨:居民地方

依赖受旅游利益感知的影响较大(假设 H1a路径系数为 0.282**，假设H1b 路径系数为-0.133*)，且旅游利益感知通过地方依赖影

响地方认同，旅游成本感知尚未形成影响关系(假设H1b 和 H1c路径系数分别为-0.061NS、-0.133NS);由于居民的“反思性监控2”

程度还未形成，尚未形成对文化保护态度和行为的结果效应(假设 H2b 和 H2c 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80NS)。(2)裂变型村寨。除

旅游利益感知分别对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有影响作用外(假设 H1a 和 H1c 路径系数为 0.625
***
,-0.255

*
)，旅游成本感知对地方认

同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假设 H1d 路径系数为 0.234***)，且旅游利益感知整体影响作用强于旅游成本感知;而且，由于居民“反思

性监控”程度和效应的弹性力度较强，旅游利益感知通过地方依赖来影响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假设 H2b的路径系数为 0.357*，

假设 H2c的路径系数为 0.221NS)，裂变型村寨呈“旅游利益感知→地方依赖→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的全局影响路径。 

四、结论及展望 

研究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和地方依恋理论，以贵州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两个不同旅游驱动力的村寨作为案例地，通过构建民

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依恋结构模型，据此探讨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 

1．不同旅游驱动力的民族村寨居民地方依恋的主导因子存在差异。渐变型村寨以旅游利益感知为前因主导变量，以地方依

赖为中介主导变量，以文化保护行为为结果主导变量;裂变型村寨以旅游利益感知和成本感知共同作为前因主导变量，以地方依

赖和地方认同共同作为中介主导变量，以文化保护态度和行为作为结果主导变量。 

2．不同旅游驱动力的民族村寨居民地方依恋影响关系路径不同。渐变型村寨呈现以旅游利益感知为主导的前因影响关系，

无显著影响的结果效应关系及全局影响关系;裂变型村寨呈现以旅游利益感知为主、旅游成本感知为辅的前因影响关系，以地方

依赖为主导的结果效应关系，总体遵循“旅游利益感知→地方依赖→文化保护态度及行为”的全局过程路径。 

具体来看:(1)旅游利益感知对地方依赖在肇兴侗寨呈正向影响，在西江苗寨呈正向显著影响;(2)旅游成本感知对地方依赖

在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均无显著影响;(3)旅游利益感知对地方认同在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均呈负向影响;(4)旅游成本感知对地

方认同在肇兴侗寨无显著影响，在西江苗寨呈正向显著影响。(5)在地方依恋的结果效应关系中，地方依赖对地方认同在肇兴侗

寨和西江苗寨均呈正向显著影响;(6)地方依赖对文化保护行为倾向在肇兴侗寨无显著影响，在西江苗寨呈正向影响;(7)地方认

同对文化保护行为倾向在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均无显著影响。 



 

 8 

 

图 3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依恋影响关系过程机理图 

3．结合地方依恋影响关系的主导因子及路径。研究认为，在以乡村旅游引领的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首先，由于利益感知

作为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主导因子的特征，应以消减贫富差异为目标，建立居民多层次参与社区的机制，通过提升居民经济获

得感增强居民地方依恋。其次，重视地方性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延续与创新，强化居民地方文化认同，即基于地方文化完

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原则，构建以乡村旅游为载体的地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及活化机制，激发居民主动保护与传承文化的

主动性。[37]最后，合理调控村寨旅游商业化，促进民族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 

4．不足及展望。由于地方依恋强调主体与地方之间情感连结的心理过程，对地方特征关注较少，尤其是民族村寨居民对地

方具体依恋对象关注不够。因此，后续的研究既可聚焦地方主体对地方特征依恋形成的内在逻辑及其两者之间的互动影响过程，

也可结合参与式调查、历时性分析或 GIS 分析使地方依恋的时空特征进行呈现。由于以乡村旅游为引导的乡村振兴路径及模式

存在差异，后续研究中，应选取不同旅游驱动力的案例地的对比验证，以促进乡村振兴路径和模式的优化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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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溪峒是古时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统称,溪峒经济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背景下的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受关于这些实践本身新的认识和改造,主体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

的彼此相互反映的过程中,在结构上不断改变自身特征。本文的社会实践就是文化保护态度和行为。 


